
　２０１６年３月 西北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 Ｍａｒ．２０１６　
　第５３卷第２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Ｖｏｌ．５３Ｎｏ．２　

［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１１－０３
［基金项目］全国教育科学 “十二五”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 “多元文化背景下的中国古代文学教育———中国汉族与少数民族

教育互动研究的视角”（ＤＭＡ１４０２１４）；中国政法大学人文社 会 科 学 研 究 青 年 项 目 “魏 晋 南 北 朝 文 学 对 音 乐 的

接受”（０９ＺＦＱ７５００１）
［作者简介］罗世琴 （１９７６—），女，甘肃白银人，文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与文论研究

魏晋复仇文学作品中的司法审判及其叙写

罗世琴
（中国政法大学 人文学院，北京　１０００８８）

［摘　要］魏晋以复仇为主题的文学作品中，多对司法审理和判决过程进行了叙写，分 析 这 些 叙 写 的 基 本 状 况，探 索

其产生的法律背景，有利于我们进一步窥探当时社会对待复仇的态度及相关法律的执行状况。当禁止复仇的法律规定

被明确提出并逐步完善时，相关复仇文学作品的叙写方式也带有明显特点，这些文学作品是当时立法与司法对复仇问

题逐步完善规约历程的见证，对当时法律规定具有间接的宣传普及作用。

［关键词］复仇文学；魏晋；司法审判；叙写

［中图分类号］Ｉ　２０６．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９１６２（２０１６）０２－００４５－０７
［ＤＯＩ］１０．１６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ｎｗｎｕｓ．２０１６．０２．００６

　　复仇是中国古代文学中经常出现的主题之一，
由 “父兄之仇”、“兄弟之仇”的血亲复仇到 “交游

之仇”、“弑君之仇”的非血缘关系的复仇故事，在

各类史书中有淋漓尽致的记叙。魏晋时期，由于律

法制度的 进 一 步 专 门 规 约，复 仇 行 为 受 到 一 定 局

限，但在当时的文学作品中，仍有大量的以复仇为

主题的叙写。

一、魏晋复仇司法审判的文学叙写

表面上，在一个有相关法律制度的社会，复仇

行为与对复仇者的司法审判从意愿上并不趋同，采

取复仇行为意味着置司法审判于不顾，审判则是为

了对复仇行为进行以法律为准的裁决。然而，在魏

晋时期的文学作品中，复仇与司法审判构成了一种

相消相长的特殊互补形式，复仇者复仇的坚定意志

与其复仇得以实现后所受司法审判的过程，往往都

成为作品描绘的重心。以下将其基本模式分为两类

进行探讨：
第一，复仇后的审判模式。
这种模式的创作内容大多有本事可考，多写前

代之人、前代之事，创作手段上对音乐仍有一定依

赖。

曹植 《精微篇》中有苏来卿因复父仇受刑而亡

与女休复仇得赦的叙写。

　　关东有贤女，自字苏来卿。壮年报 父 仇，身 没 垂

功名。

女休逢赦书，白刃几在颈。俱 上 列 仙 籍，去 死 独

就生。［１］ （Ｐ３３２）

左延年 《秦女休行》写主人公女休 “为宗行报

仇”，“左执白杨刃，右据宛鲁矛。仇家便东南，仆

僵秦女休”，杀死仇人，成功复仇。其后，诗 歌 对

其复仇行为审判、服刑及结果进行了更为详细的描

写：

　　关吏 呵 问 女 休，女 休 前 置 辞： “平 生 为 燕 王 妇，

于今为诏狱囚。平生衣参差，当今无领 襦。明 知 杀 人

当死，兄言怏怏，弟 言 无 道 忧。女 休 坚 辞 为 宗 报 仇，

死不疑。”杀人都市中，徼我都巷 西。丞 卿 罗 东 向 坐，

女休凄凄 曳 梏 前。两 徒 夹 我 持 刀，刀 五 尺 余。刀 未

下，朣胧击鼓赦书下。［２］ （卷六十一，Ｐ８８６）

女休对自己复仇行为的申辩内容可分为三个层次：
其一，复仇造成的生活影响。对于女休，杀人的负

面影响显而易见，她复仇前以 “燕王妇”身份过着

衣食无忧的生活，复 仇 后 成 “诏 狱 囚”，过 着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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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襦”的艰难日子。倘若不复仇，就不会有如此落

差。其二，不得已而复仇。女休复仇，是因为家族

中再无人能承担如此重任，兄长只知郁闷忧愁，小

弟浑噩无知，女休责无旁贷。其三，复仇无悔。虽

然有上述落差与困境，女休并未选择放弃，而是更

进一步坚定了复仇的决心，“为宗报仇，死不疑”。
与左延年所作不同，傅玄 《秦女休行》一开始

就着力强调仇之深、仇人与复仇者之间实力的强弱

反差：“父母家有重怨，仇人暴且强。虽有男兄弟，
志弱不能当。”以至于主人公为复仇不得不采取一

些策略：“烈女念此痛，丹心为寸伤。外若无意者，
内潜思无方。”这种实力强弱对比下的复仇过程相

当惨烈，傅玄在描写了复仇过程之后，也集中描写

了审判过程：

　　烈 女 直 造 县 门，云 父 不 幸 遭 祸 殃。今 仇 身 以 分

裂，虽死情益扬。杀人当伏法，义 不 苟 活 隳 旧 章。县

令解印绶，令我伤心不忍听。刑部垂头 塞 耳，令 我 吏

举不能成。烈著 希 代 之 绩，义 立 无 穷 之 名。［２］ （卷 六

十一，Ｐ８８７）

与左延年诗相比，傅玄 《秦女休行》不但专写复仇

者的申辩，还特地叙写了执法官吏听闻事件过程与

主人公申辩后的态度和举动。前人多以傅玄诗模拟

左延年诗，所歌咏为一事，胡适 《白话文学史》认

为：

　　左延年与傅玄所作 《秦女休行》的材料都是大 致

根据于这种民间的传说的。这 种 传 说———故 事 诗———

流传在民间，东添一句，西改一句，“母 题”（Ｍｏｔｉｆ）

虽未大变，而情节已大变了。左延年所采的是 这 个 故

事的前期状态；傅玄所采的已经是后期状态 了，已 是

“义声驰雍 良”以 后 的 民 间 版 本 了。流 传 越 久，枝 叶

添的越多，描写的越细碎。故傅玄写烈女杀仇 人 与 自

首两点比左延年详细的多。［３］ （Ｐ６６）

胡适正是以这两首诗中官吏对复仇者的态度与行为

以及对复仇事件的审判结果作为诗所歌咏内容本事

的判断标准之一。
从文学叙写与创作的角度，晋代类似的女子复

仇故事流传很广，皇 甫 谧 作 《列 女 传》，将 娥 亲 复

仇的审判、执法官员的感动、娥亲欲伏法而不得的

过程叙写得更为详细。然而，这些女子复仇的故事

仅见于文艺作品的转述叙写，在魏晋史册中却几乎

找不到。
第二，通过审判实现复仇的模式。
当复仇行动由于各种缘由无法实现时，司法审

判又会成为实现复仇的中介。在这一叙写模式中，

往往是复仇者受冤屈———包括在前期审判过程中受

冤屈———从而引发带有复仇性质的申诉，最终实现

正义审判，平复冤仇。魏晋时期这类文学叙写的着

力点往往集中于两个方面：其一是终极审判的正义

性，其二是复仇目标的转移。
干宝 《搜神记》载东海孝妇故事：

　　汉 时，东 海 孝 妇，养 姑 甚 谨。姑 曰： “妇 养 我 勤

苦，我已老，何 惜 余 年，久 累 年 少。”遂 自 缢 死。其

女告官云：“妇杀我母。”官收 系 之。拷 掠 毒 治，孝 妇

不堪苦 楚，自 诬 服 之。时 于 公 为 狱 吏，曰： “此 妇 养

姑十余 年，以 孝 闻 彻，必 不 杀 也。”太 守 不 听。于 公

争，不得理，抱 其 狱 词，哭 于 府 而 去。自 后 郡 中 枯

旱，三 年 不 雨。后 太 守 至，于 公 曰： “孝 妇 不 当 死，

前太守 枉 杀 之，咎 当 在 此。”太 守 即 时 身 祭 孝 妇 冢，

因表其墓。天立雨，岁大熟。《长老传》云：“孝妇名

周青，青将死，车载十丈竹竿，以 悬 五 旛。立 誓 于 众

曰：‘青 若 有 罪，愿 杀，血 当 顺 下；青 若 枉 死，血 当

逆流。’既 行 刑 已，其 血 青 黄，缘 旛 竹 而 上 极 标，又

缘旙而下云。”［４］ （卷十一，Ｐ４２１）

故事中东海孝妇蒙怨，前任太守作为执法者未能伸

张正义是极其关键的因素，因此需要进行一次具有

正义性质的 审 判，也 即 后 任 太 守 “即 时 身 祭 孝 妇

冢，因表其墓”。这虽然不是当事人本人对簿公堂，
但后任太守 以 执 法 人 的 身 份 给 予 了 一 个 正 义 的 认

证，从而取得了与审判同等效力的结果。尤为值得

注意的是，此时的复仇并不是指向前任太守或某一

个人，而是具有一定的普遍指向性，因此复仇方式

为 “郡中枯旱，三年不雨”，复仇成功，则一切回

归常态，“天立雨，岁大熟”。此故事 《汉书·于定

国传》有记载，此 处 虽 也 出 现 “于 公”，但 侧 重 角

度已经发生了转变：《汉书》中，为了表现于定国

的正义明断，故事的主人公是于定国；此处则以东

海孝妇为主人公，又加入了 “长老传云”的一段记

载，进一步突出了周青 “冤”的成分。这也是汉代

史传文学中的复仇与魏晋时期诗歌小说类文学作品

中的复仇的主要区别之一。
同样，谢承 《后汉书·周敞传》对苏娥故事的

记载非常简单：“苍梧广信女子苏娥，行宿鹊巢亭，
为亭长龚 寿 所 杀，及 婢，致 富，取 财 物，埋 置 楼

下。交阯刺史周敞行部宿亭，觉寿奸罪，奏之，杀

寿。”此事 《列异传》中记载略同。两处记载中周

敞 “杀寿”是执法官吏主动审理的结果，而这一过

程在 《搜神记》卷十六则变成了女主人公复仇的故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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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九江何 （周）敞，……夜 犹 未 半，有 一 女 从

楼下出，呼曰： “妾 姓 苏，名 娥，字 始 珠，本 居 广 信

县修里人。早失父母，又无兄弟，嫁 与 同 县 施 氏，薄

命夫死，有杂缯帛百二十匹，及 婢 一 人，名 致 富，妾

孤穷羸弱，不能自振；欲之傍县卖缯，从 同 县 男 子 王

伯赁牛车 一 乘，直 钱 万 二 千，载 妾 并 缯，令 致 富 执

辔，乃以前年四月十日到此亭外。于时 日 已 向 暮，行

人断绝，不敢复进，因即留止，致 富 暴 得 腹 痛。妾 之

亭长舍 乞 浆，取 火，亭 长 龚 寿，操 戈 持 戟，来 至 车

旁，问妾 曰： ‘夫 人 从 何 所 来？车 上 所 载 何 物？丈 夫

安在？何故 独 行？’妾 应 曰： ‘何 劳 问 之？’寿 因 持 妾

臂曰：‘少年爱有色，冀可乐 也。’妾 惧 怖 不 从，寿 即

持刀刺胁下，一创，立死。又 刺 致 富，亦 死。寿 掘 楼

下，合埋妾 在 下，婢 在 上，取 财 物 去。杀 牛，烧 车，

车缸及牛骨，贮 亭 东 空 井 中。妾 既 冤 死，痛 感 皇 天，

无所告诉，故来自归于明使君。”敞曰：“今欲发出汝

尸，以何为验？”女曰：“妾 上 下 着 白 衣，青 丝 履，犹

未朽也，愿 访 乡 里，以 骸 骨 归 死 夫。”掘 之，果 然。

敞乃驰 还，遣 吏 捕 捉，拷 问，具 服。下 广 信 县 验 问，

与娥语 合。寿 父 母 兄 弟，悉 捕 系 狱。敞 表 寿，常 律，

杀人不至族诛，然寿为恶首，隐密数年，王 法 自 所 不

免。令鬼 神 诉 者，千 载 无 一，请 皆 斩 之，以 明 鬼 神，

以助阴诛。上报，听之。［４］ （Ｐ４４３）

通过细节叙写，已由前书所载的一件普通再审案例

变为女子借执法官审判的复仇案：加入了女子在请

求正义审判时的辩辞，着力刻画了周敞在获得主要

案情后的验证过程，详细记载了案件审理的结果。
足见，《搜神记》对这一故事进行的加工，主要集

中于以文学描绘方式突出法律因素。
除了亲属复仇并受到审判外，魏晋时期复仇文

学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依靠执法官员的明断正义实

现怨仇报复，而复仇方式也由手刃仇家转化为多元

复仇。
当执法的官员能伸张正义，在案件的审判过程

中平复冤屈，同时也 就 完 成 了 复 仇。如 《列 异 传》
载魏公子无忌审鹞杀鸠事［５］ （Ｐ１２），《搜神记》卷

十一载严遵闻道傍女子哭声不哀事［４］ （Ｐ４２３）。当

执法官员不能伸张正义，在具体审判过程中，出现

如 《搜神记》卷一 载 汉 阴 生 “长 吏 知 之，械 收 系，
著桎梏……又械欲杀之”的情形，就会引发 “洒之

者家，屋 室 自 坏，杀 十 数 人”的 复 仇 转 移［４］

（Ｐ３６９），即 便 不 是 现 实 世 界 中 的 复 仇，也 会 通 过

天道获得正义支持。文学作品中还会出现主张正义

的天或伸张正义的侠客来完成复仇，如 《搜神记》
卷二 谢 尚 绝 后 就 是 因 天 道 进 行 复 仇 式 审 判 的 结

果［４］ （Ｐ３７７）。

由上述不难发现，魏晋时期复仇主题文学作品

中所写审判的实际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存有矛盾：一

方面，司法审判是对主人公的复仇进行以律法为依

据的处罚———从效果上，往往反衬出主人公的复仇

被宽恕的理由；另一方面，由于是以律法为依据的

审判，执法者又在帮助复仇者完成复仇行动，也即

复仇行动由于各种缘由无法实现时，司法审判能实

现正义复仇。

二、魏晋复仇文学中的司法审判依据

魏晋复仇文学中，复仇往往与执法官员的审判

裁决相联系，这与当时对复仇的频繁立法以及司法

审理程序有关。
复仇杀人曾经是 “在没有统一且强有力的公权

力维持社会和平和秩序的历史条件下”，“维系和平

的根本制度”［６］ （Ｐ６１）。汉刘邦 “约法三章”之一

“杀 人 者 死，伤 人 及 盗 抵 罪”条［７］ （高 祖 本 纪，

Ｐ３６２），汉宣帝、成 帝 时 对 该 条 年 龄 的 细 化①，东

汉桓谭上书：“今宜申明旧令，若已伏官诛而私相

伤杀者，虽一身逃亡，皆徙家属于边……”［８］ （桓

谭传，Ｐ９５８），都未将复仇杀人专列，复仇杀人的

情形是否一定就包含于上述 “杀人者”“相伤杀者”
中，也有待商榷。《九朝律考》言：“汉时官不忌报

仇，民家皆高楼鼓其上，有急即上楼击鼓，以告邑

里，令救 助。”［９］ （Ｐ１０７）认 为 汉 代 对 复 私 仇 并 无

任何法律层面的限制。
汉末 “魏武重法术，天下贵刑名”，人 们 对 律

法问题有了 更 新 的 认 识。曹 操 《拜 高 柔 为 理 曹 掾

令》：“夫治定之化，以礼为首，拨乱之政，以刑为

先。”［１０］ （魏书·高柔传，Ｐ６８３）将 “礼”与 “刑”
分立并列，实则强调并提升了 “刑”的地位。王粲

《难钟荀太平论》：“岂亿兆之民，历数十年，而无

一人犯罪，一物失所哉！谓之无者，‘尽信书’之

谓也。”［１１］ （Ｐ７６）直 指 礼 在 社 会 治 理 中 的 局 限 性。
人们不再一味强调礼至上，相反，开始关注法治的

重要性。
明确禁止复仇的，当属曹氏 父 子。建 安 十 年，

曹操破袁谭、平冀州后，明确发出复仇禁令：“民

不得复 私 仇，禁 厚 葬，皆 一 之 于 法。”［１０］ （魏 书·
武帝纪，Ｐ２７）复仇与厚葬本是大家族表现凝聚力

的极其重要的两个方面，曹操一并禁止。曹丕曾下

《禁复仇诏》：

　　丧乱以来，兵 革 纵 横，天 下 之 人，多 相 残 害 者。

昔田横 杀 郦 商 之 兄，张 步 害 伏 湛 之 子，汉 氏 二 祖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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诏，使不得 相 仇。今 兵 戎 始 息，宇 内 初 定。民 之 存

者，非流亡 之 孤，则 锋 刃 之 余。当 相 亲 爱，养 老 长

幼。自今以后，宿有仇怨者，皆不得相仇。［１１］ （Ｐ２９）

《太平御览·仇讐》载：

　　魏文帝 《杂诏》曰：丧乱以 来，兵 革 纵 横，天 下

之人，多相杀害，昔贾复、寇询私 相 怨 憾，至 怀 手 剑

之忿。光武召而和之，卒共同舆而载。［１２］ （Ｐ２２０８）

黄初四年诏：

　　丧乱以来，兵革未戢，天下之人互 相 残 杀，今 海

内初定，敢有私复仇者，皆族之。［１０］ （魏书·文帝纪，

Ｐ８２）

曹丕所提及的汉代 “田横杀郦商之兄，张步害伏湛

之子”的复仇事件，都是皇帝权威裁断而阻止复仇

行为。“贾复、寇询”事虽然已构成 “至怀手剑之

忿”的复仇倾向，但结果却是 “和”而不复仇。或

因第三方施压放弃复仇，或因第三方协调而和解，
这是当时避免复仇的典型处理方式。基于此，曹丕

认为 “宿有仇怨”其实都可以化解，实在不能通过

化解方式避免的蓄意复仇行为，则可以用最为严厉

的刑罚手段——— “族之”———定罪，通过这种强制

要求的形式进一步限制复仇。下 《禁复仇诏》的第

二年 （黄初五年），曹丕又下 《轻刑诏》，提出 “广
议轻刑以 惠 百 姓”。对 比 这 两 部 有 关 刑 罚 的 诏 书，
前者 的 目 的 在 于 “重 刑”，后 者 的 目 的 在 于 “轻

刑”，貌似冲突，实则 反 映 出 有 “慕 通 达”之 称 的

曹丕虽然极力维护自己 “圣”君的形象，但在复仇

一事上，处罚不减轻反而加重，其通过法治杜绝复

私仇的决心可窥一斑。
曹操和曹丕只是以通告方式宣布对复仇行为量

刑定罪，至魏明帝曹睿则令人修改律法，制定 《魏
律》，在序言中正式提出复仇杀人的法律责任：

　　贼斗杀人，以劾而亡，许依古义，听 子 弟 得 追 杀

之。会赦及过误 相 杀，不 得 报 仇，所 以 止 杀 害 也。［１３］

（刑法，Ｐ９２５）

这可以算是对曹丕诏书的补充，非常明晰地规定了

可以复仇与不可复仇的具体条件。允许复仇的条件

为：其一，复仇前的命案是 “贼斗”所致。 “两讼

相趣 谓 之 斗”， “无 变 斩 击 谓 之 贼”［１３］（刑 法，

Ｐ９２８）。其产生的原因与国家利益、集体利益甚至

家族利益等毫不相关。其二，有 “劾”的过程。即

凶犯已被告发于官，命案已经进入了法律审理的范

围。其 三，因 “劾”而 “亡”。凶 犯 不 但 没 有 自 首

情节，听闻官方通缉的风声后，反而逃 亡。足 见，

从律法角度，这有三重罪：故意杀人、不 从 官 令、
出逃。当这三个条件同时具备时，容许复仇。所谓

“依古义”，也包括依 《公 羊 传·定 公 四 年》所 言：
“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父受诛，子复 仇，推 刃

之道也。复仇不除害，朋友相卫而不相迿，古之道

也。”［１４］ （Ｐ５０３）相 应 地，不 允 许 复 仇 的 前 提 为：
其一，已 经 过 法 律 裁 判，明 确 认 定 应 当 赦 免 宽 刑

的；其二，过失杀人。二者具备其一，就不可再追

究复仇。此时并不考 虑 “弗 共 戴 天”或 “不 反 兵”
的礼之 “古义”，其目的只是为了不让人们之间再

形成相互残害、复仇不已的恶性循环。这无疑从某

种角度将律法的地位提升到了 “古义”之上，体现

出明显的法治精神。
《宋书》载，宋元嘉年间，任司徒左长 史 的 傅

隆对一民间案件做出初步审理意见时，曾提及 “旧
令”：

　　隆议之曰：“…旧令云，‘杀人父母，徙之二千里

外’。不施 父 子 孙 祖 明 矣。……令 亦 云， ‘凡 流 徙 者，

同籍亲近欲相随 者，听 之’。此 又 大 通 情 体，因 亲 以

教爱者也。……”［１５］ （傅隆传，Ｐ１５５０）

一般认为，此处所依据的 “旧令”当为 《晋律》内

容。则 “杀人父母，徙之二千里外”，而且 “同籍

亲近”可以 “相随”，则是对复仇杀人 “移乡避仇”
的处理方式。这样既照顾了礼，又从客观条件上维

护了律法的执行，对禁止复仇而言，无疑是一个较

为有效的解决办法。
当时的北方十六国也曾有类似禁令，姚苌统治

前秦，曾担心战争时期人们因复私仇形成内乱，下

书禁止： “南羌窦鸯率户五千来降，拜安西将军。
苌 下 书，有 复 私 仇 者，皆 诛 之。”［１３］（姚 苌 传，

Ｐ２９７０）
这些律法禁令的颁发对两汉以来的复仇风气起

到了明显的约束作用，“魏晋南北朝时期所见文献

记载的复仇事件却大大少于秦汉时期”，“应当视为

历朝历代不断明令禁止复仇的显著效果”［１６］。
魏晋时期不仅从立法角度明确禁止复仇，还进

行相应的宣传，使律令人皆共知。晋武帝司马炎就

曾在新律法颁布以后 “亲自临讲，使裴楷执读”［１３］

（刑法，Ｐ９２８）。
除专门的司法组织外，当时中书省、尚书省官

吏也兼管刑事。审判、检察和司法行政都由地方官

兼任，因此当时的州刺史、郡太守、县令皆可以进

行司法审判工作，复仇的民事案件的审判也是由乡

县、郡州至朝廷依次上报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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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遇皇帝临讼，皇帝的裁决便超越前期所有审

判结果，成为最终审决。魏晋时期皇帝听讼的事很

多，如曹魏黄初五年：“五月，有司以公卿朝朔望

日，因奏疑 事，听 断 大 政，论 辨 得 失。”［１０］ （魏 书

·文帝 纪，Ｐ８４）魏 明 帝 曹 睿 于 太 和 三 年 “冬 十

月，改平望观曰听讼观。帝常言：‘狱者天下之性

命也，每断大狱常幸观临听之’”［１７］ （Ｐ１４６）。晋武

帝司马炎 颁 布 《泰 始 律》后，于 泰 始 四 年 十 二 月

“庚寅，帝 临 听 讼 观，录 廷 尉 洛 阳 狱 囚，亲 平 决

焉”，又于五年春正 月、十 年 六 月 分 别 “临 听 讼 观

录囚徒，多所原遣”［１３］ （武帝纪，Ｐ５８）。桓玄称帝

后也 “临听讼观阅囚徒，罪无轻重，多被原放。有

干舆乞者，时或恤之。其好行小惠如此”［１３］ （桓玄

传，Ｐ２５９６）。

三、魏晋复仇文学中的司法审判叙写特点

其一，以现世流行的书写形式叙写非现世的题

材。
由于魏晋时期对复私仇进行了明确而严格的律

法规约，社会上属于民间复私仇的实例与前代相比

少之又少，人们所谈论的有关复仇话题自然而然地

逐渐聚焦于前朝旧事，这些古事一般都有一定的历

史基础，经过民间的口头加工，然后才成为文人笔

下的文学创 作 素 材。曹 植 《精 微 篇》写 了７则 故

事，其中４则为先秦故事，２则为西汉故事，当代

学界多以为女休事 “极可能亦西汉事”［１８］ （Ｐ１５４）。
郭茂倩 《乐府诗集》：“《秦女休行》，左延年辞，大

略言女休为燕王妇，为宗报仇，杀人都市，虽被囚

系，终以赦宥，得宽刑戮也。晋傅玄云 ‘庞氏有烈

妇’，亦言杀人抱怨，以烈义称，与古词义同而事

异。”［２］ （卷六十 一，Ｐ８８６）萧 涤 非 《汉 魏 六 朝 乐

府文学史》以为左延年所作也是 “借古题以咏古事

之类”，傅玄所作庞娥事 “实为汉末魏晋间最流行

之故事”［１９］ （Ｐ１８０）。葛晓音 《左延年 〈秦女休行〉
本事新探》认为左延年诗本事当为顺帝阳嘉时的缑

玉复仇事［２０］。陶元珍 《傅玄 〈秦女休行〉本事考》
认为傅玄诗 本 事 当 为 酒 泉 庞 涓 母 赵 娥 事［２１］。干 宝

整理 《搜 神 记》序 言 “今 之 所 集，设 有 承 于 前 载

者”、 “若使采访近世之事”［４］ （原序，Ｐ３６６）。可

见，前人著作和时人采集是 《搜神记》故事的主要

来源，前文中出现的于公、周敞、严遵等，便是前

朝古事改编的痕迹。
虽然所写素材为前朝旧事，却又采用在当时极

为流行的文体叙写。沈约 《宋书·乐志》以为曹植

《精微篇》当 《关东有 贤 女》，应 归 入 《汉 鼙 舞 歌》
之一。曹 植 自 己 说 这 是 “依 前 曲，改 作 新 歌 五

篇”②。左延年，李 白 拟 《秦 女 休 行》称 其 为 魏 协

律都尉，《三国志·魏书》载其人 “妙于音，咸善

郑声，其 好 古 存 正 莫 及 （杜）夔”［１０］ （杜 夔 传，

Ｐ８０７），他曾于 魏 黄 初 间 “以 新 声 被 宠”，魏 明 帝

曹睿时期 颇 受 重 用，太 和 年 间 改 制 杜 夔 所 整 理 古

曲，“更自作声节”，使 “其名虽存，而声实异”［１３］

（乐志，Ｐ６８４）。傅 玄，晋 初 重 臣，曾 改 制 晋 初 雅

乐，其 乐 府 诗 创 作 多 拘 于 模 拟，但 也 不 乏 新 篇，
《秦女休行》便是一例。魏晋小说流行，“志怪”是

极其重要的一个部分，多以短篇叙神怪之事，《列

异传》、《搜神记》便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代表。
可见，魏晋复仇主题文学作品从选材上以古事

为主要叙写对象，在创作形式上则往往采用当时较

为流行的体裁，也即以新辞书古事，其主要原因是

人们欲借此寄托现世复仇的愿望。古事的主人公及

其结局为魏晋时人熟知，而具体的过程却有可能少

为人知。魏晋时期有关复仇的文学作品着力强调司

法审判的过程，正是当时社会对复仇有所规约有所

限制的时代特征的体现。
其二，注重塑造 “知法”的复仇主人公形象。
成功复仇的主人公对自身复仇行为的后果有非

常清醒的认 识，左 延 年 笔 下 的 女 休 “明 知 杀 人 当

死”，傅玄笔下的女休言 “杀人当伏法”，皇甫谧笔

下的娥亲言：“今仇人已雪，死则妾分。”主人公并

非过失杀人或无相关知识，而是在清醒地认识到行

为后果的前提下，故意杀人。但在复仇后，又往往

归于理性，能依照法律程序报官处理。
主人公们大都成功复仇并受到了法律审判，虽

然审判后受刑与恕刑的结果各不相同，但都是通过

专门的司法机构或最高审判权威得出结果。复仇后

主人公所采取的方式也不尽相同，左延年笔下的女

休复仇后西行归家，而傅玄笔下的女休则是 “直造

县门”，两人面对法律审判的时候都对自己的行为

进行了一定申辩。 《列 女 传》中 的 娥 亲 不 但 报 官，
还强调了自己对朝廷法律的信任：“枉法逃死，非

妾本心……乞得归法，以全国体。虽复万死，于娥

亲毕足，不敢贪生为明廷负也。”坚信即便自己被

处以极刑，朝廷法律也是绝对公正公平的，自己不

会因为个体的生命而损害朝廷法律的威严。
主人公受到委屈，首先想到的也是通过法律去

处理，《搜神记》中那些蒙冤的主人公，即便身亡，
也要寻找到清正的官吏，以企图通过官方的明断是

９４



非，平复怨仇。他们基于清醒的认识，通过报官的

方式寻找最终的解决途径，正是当时有律可循的反

映。
其三，注重描绘司法审判过程的细节问题。
魏晋复仇文学注重描写审判过程中的一些细节

问题也值得关注。
魏文帝 曹 丕 黄 初 四 年 下 《禁 复 仇 诏》，曹 植

《精微篇》明确点出创作时间为 “黄初发和气”，黄

初年号共计７年 （公元２２０－２２６），当代学界多以

此诗作于黄初六年［１］ （Ｐ３３２），二者相距极近。观

曹丕诏书，主要目的在于通过和解与严刑两个途径

来制止社会中的复仇之风。观曹植 《精微篇》中的

两个复仇人物，显然是经过了筛选，除了勇气感人

外，还特地突出对其行为的处理结果。诗中并未叙

写两位女子复仇的具体过程，也未叙写二人明知杀

人当死但死而无憾的坚决态度，相反，对于其伏法

的处理结果，却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强调：苏来卿因

复仇被处刑，名列 “仙 籍”；女 休 在 已 受 刑 伏 法 的

过程中，在 “白刃几 在 颈”时 “逢 赦 书”，何 其 侥

幸。
相比曹植笔下的人物，左延年 《秦女休行》加

入了更多的细节：首先，复仇不逃亡，诗中多次出

现 “西门”、“西上”、“西巷”等方位名词，就是刻

意突出女休 “明知杀人当死”，必然要接受法律处

置，因此认为没有必要逃亡到离家很远的地方去，
而是选择归家。其次，“上山四五里”，“杀人都市

中，徼我都巷西”，强调 进 入 司 法 审 判 过 程 的 速 度

非常快，而一旦进入法律程序，女休的态度是选择

伏法，“死不疑”，而非逃避。再次，女休被审判时

进行了申辩，实际上是为了突出其复仇是否属于受

刑范围。女休复仇前的争斗，是否为 “贼斗杀人”，
不得而知，但女休在受 “劾”前后并无任何逃亡迹

象，相反，却选择尽可能为自己申辩，通过审判程

序为自己宽刑。既然这次复仇有准备、有预谋且非

过误杀人，能救她的，只能是 “赦书”，故 而，女

休最终被恕刑的结果，不只是与曹植的叙写达成统

一，事实上也完全符合当时对复仇的立法与司法审

判程序。
傅玄、皇甫谧生活时代相同、生 活 地 域 相 近，

故而在创作中以不同文体叙写在当时广为流传的前

代旧事，一诗一文。除所选题材相同，二者都极力

刻画了仇敌的嚣张气焰，或曰 “仇人暴且强”、“怨
家如平常”，或曰 “防备懈弛”、 “更乘马带刀，乡

人皆畏惮之”。这与晋代律法对复仇相对宽松的审

理方式又相应。仇人的彪悍与无所忌，恰恰是复仇

者获得审判同情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也是当时

感动执法官员、获得广泛同情的基础。
《搜神记》中，对法律的审判程序也有非常明

显的细节叙写，如卷六记载 “有三男共取一妇，生

四子，及至将分妻子而不可均”时，“乃致争讼”，
“廷尉范延寿断之”。范虽然做出了初步判断，“此

非人类，当以禽兽从母 不 从 父 也”，但 他 也 没 有 直

接的决定权，于是 “请戮三男，以儿还母”。卷十

五写两家争复活的女子不决，“于是相讼”，郡县不

能决，以 谳 廷 尉，强 调 了 法 律 审 判 层 层 决 断 的 特

点。
可见，同样是对复仇事件的叙写，即便是同样

的古事、同 样 的 结 果，由 于 创 作 者 所 处 的 时 代 不

同，具体的叙写过程和切入视角、细节处理方式也

都有所不同，如曹植和左延年对女休这一主人公的

叙写。作者叙写时着力铺叙和刻画之处，也是最能

体现文学创作的时代之处。魏晋时期复仇主题文学

作品中的司法审判叙写，其实是当时立法与司法对

复仇问题逐步完善规约历程的一个见证。在不修改

前代结果的前提下，加入对司法审判过程的详细叙

写，并非 当 下 社 会 的 实 际 反 映，也 并 未 刻 意 强 调

“礼”大于 “法”，或 突 出 “礼”向 现 有 的 立 法 内

容、司法程序挑战，而恰恰是当时社会禁止复仇、
复仇伏法现实的反映。

这些文学作品，不但不与当时的法律规范和具

体执行过程相悖，相反，往往会得到朝廷的默许甚

至支持，因为从某种角度讲，这些作品以特定的细

节处理方式，使其叙写的内容不但与当时的律法冲

突甚少，相反，还能间接地起到宣传普及法律规定

的作用。这或许可视为在一个有律法、很少有复仇

事件的社会里复仇文学作品流传甚广的原因；也可

以解释在一个有律法的社会中复仇文学作品的创作

者大都为官或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原因。

［注　释］

①　《汉书·宣 帝 纪》元 康 四 年 诏： “自 今 以 来，诸 年 八 十

以上，非诬 告 杀 伤 人，它 皆 勿 坐。” 《汉 书·刑 法 志》

成帝鸿嘉元年定令：“年未满七岁，贼斗杀人及犯殊死

者，上 请 廷 尉 以 闻，得 减 死。”班 固 《汉 书》，中 华 书

局１９６２年版，第２５８、１１０６页。

②　曹植 《鼙舞 诗 序》： “故 汉 灵 帝 西 园 鼓 吹 有 李 坚 者，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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鼙舞古曲，多谬誤。故依前曲作新歌五篇。”房 玄 龄 等 《晋书·乐志》，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版，第７１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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